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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及其局限∗ 

——兼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 

 

谢志岿∗ 

 

【摘要】：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主要包括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管理理论与实

践、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实用主义哲学和目的论社团思想等。作为一场公共部

门的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为公共行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无论从知识基础、实践和社

会效果来看，新公共管理都存在局限性。任何一种公共行政，要想获得持久的合法性，都

必须解决效率与民主（回应性）的问题，尽量地达成二者之间的平衡。新公共管理要想走

得更远，必须协调它在基本假设上存在的矛盾，必须重视和解决民主、公民权和政治回应

性等问题，重视并在制度安排上培养和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  知识基础  局限  公共行政学  发展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Its Intellectual Bases and Limitations 

Also on the Tren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e Zhikui 

【Abstract】：The intellectual bases of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ainly include such theories 

or thoughts as public choice theory,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liberalism/new conservatism, pragma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as a 

purposive association, and so on. As a reinvention movement of public sector,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enriches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t it also has limitations no matter in 

intellectual base, practice or in its social effect. Any paradig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ust 

solve the issu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democracy and attain their balance if it tries to get 

insistent legitimacy. If it wants to go farer,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ust coordin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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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among its basic assumptions, think highly of and solve such issues as democracy, civil 

right and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think highly of, foster social capital and exert its effect from 

institutional design.  

 

【Key words】: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tellectual base; limit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velopment 

 

新公共管理起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迅速播及全球，是对二战以来这些国家公共

部门膨胀、行政效率低下的反动。对于新公共管理的政策主张，不同学者的概括不尽相同

（Ranson & Stewart, 1994; Hood, 1991; Hughes, 1994; Osborne & Gaebler, 1992, et al），但实

质是一致的。综合起来，新公共管理的政策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1）市场化、（2）私有

化、（3）放松管制、（4）顾客导向、（5）效率主义、（6）契约主义、（7）强调竞争、（8）

管理主义、（9）企业型政府及（10）新责任制等主要方面。这些政策主张，对公共部门改

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将成为公共行政学的重大范式转移。但是，

新公共管理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也制约着其进一

步发展。本文即从知识学的角度，对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及其局限以及新公共管理对公

共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以加深对这场方兴未艾的改革的理解。  

   

一、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 

概括起来，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公共选择理论。按照 Mueller（1989）的观点，“公共选择理论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

济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学的主题：国家理

论、选举规则、选民行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等等。”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行政学

的影响极大。对公共行政理论影响较大的公共选择学者主要有 James Buchanan, Antony 

Downs, William Niskanen, Mancur Olson 等。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利益最大化

的经济人假定运用于分析公共部门。Buchanan 指出，传统的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采用的

是 Adam Smith 的经济人假设，但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却假定政府是一个专门为社会谋福

利的组织，而政治家则是真诚的为民谋利的人。Buchanan 否定了国家干预经济学对政府及

政府官僚的假定，而是认为他们同样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

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政治利益。他们认为，公民作为选民也是有理

性的“经济人”，其选举行为也是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的。由于普通选民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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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政治成本，他们作为有理性的人往往不愿意参加投票。由此决定普通选民对特殊利益

集团的制约作用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为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所

操纵，由此滋生了种种经济和政治弊端。选举规则和个人的多元目标追求是决定政府行为

的重要因素，在任何不合理的选举规则下产生的政府以及政府官员为满足不合理的个人追

求而采取的行动，都将把经济状况和社会福利引入恶化的境地，产生诸如社会资源的浪费

和财政赤字等恶果（Buchanan and Tullock, 1965; Buchanan, 1986）。Downs 对选举等政治行

为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选民是理性的，他参与投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参与政治获得预

期效用的最大化，政治家和官僚则是政治市场上的供给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其具体目

标是当选或连任，也可说是争取选票最大化。其行为动机和目标并非始终真正代表选民的

利益，为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Downs, 1967）。Niskanen 在其研究中提出了预算最大化的

官僚假说。在他看来，在工资、奖金、声誉、权力等因素的驱使下，官僚普遍都有预算最

大化的倾向。由于官僚机构要从扩大预算规模中获取效用，又由于官僚机构与上级拨款单

位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双边垄断关系，官僚机构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与垄断力，结果造成

供给相对社会最优需要过剩，而在需求约束的均衡下，产出是以高于最低可能的成本提供

的，这两种情况都缺乏配置效率。为了消除官僚制预算最大化的问题，Niskanen 提出了官

僚机构替代、市场替代、政治替代的改革主张（Niskanen, 1994）。 

2、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契约经

济学理论等。 

委托—代理理论最初是用来研究不充分信息和风险分享的更普遍的问题而不是直接

作为组织理论来发展的。它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的分析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

经济学也是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由于这一模型在组织解释中的效用，它很快成为官

僚组织分析的一个核心工具。委托—代理模型，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通过约定而形成的代

理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代理人被要求按照委托人提出的结果采取行动。但是，代理人有

其自身的利益，他达成委托人目标的程度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契约所规定的动机结构是否使

这种行为对代理人有利。因此，对委托人而言，关键的问题正是这一动机结构的设计：尽

可能地了解相关信息，仔细地规定代理过程中的可能的行为动机及惩戒措施。委托人必须

将这些互相联系的因素综合考虑到其契约框架中去，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可能出现的问题，

使代理人忠诚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然而，无论如何，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始终是普遍存在的（Moe, 1984; Aucoin, 1995）。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

经济学的理论基石。Coase 在 The Nature of Firm 一文中首先阐述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指

出，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复杂物品在生产过程中都包括资本所有者、劳力、土地、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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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其它投入之间的各种交易，这些交易都是有成本的。Coase 通过交易费用理论讨论了

等级制组织何以会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等级制组织通过非市场化的安排，由权威关系取

代市场关系，可以将一些交易内部化，从而消除和实质性地降低交易成本（Coase，R. H., 

1937, cite from Moe, T., 1984）。组织中交易成本的考量，是公共管理组织和服务模式选择

的重要依据。契约经济学是与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理论等其它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紧密

联系的一个理论领域。委托-代理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即是契约的存在。前者研究委托人和

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研究规范和体现二者关系的各种契约。契约模型的复兴根源

于 Alchian 和 Demsetz 的研究。Coase 认为厂商存在的原因是等级制较纯粹的市场安排更

能降低交易费用，但是，Coase 没有考虑等级制中偷懒和搭便车的问题。Alchian 和 Demsetz

则试图通过契约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在复杂生产过程中，团体的合作比单枪匹马存

在一个合作的收益，这一收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动机。但团体生产也存在个体的边

际产品难以决定，因而导致个体行为管理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团体难以根据个体对产出

的贡献给予相应的奖励，结果导致了团体成员的的偷懒行为。Alchian 和 Demsetz（1972）

认为减少成员的偷懒行为的办法是掌握成员个体的边际产品（marginal products）的信息，

并依此进行奖励。具体的办法是赋予管理者奖励的权限，并使之成为与其所有成员订立契

约的中心，从而加强管理者有效管理的动机。Williamson 试图将契约理论和行为理论的主

要因素整合起来。他讨论了两组影响组织效率（交易成本）的因素。一组是环境因素，包

括不确定性和涉及的组织数量；一组是人的因素，包括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Williamson

认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结合起来会增加长期合同的缔结成本；少数谈判问题和

机会主义行为结合则会导致短期合同成本的增加（Williamson, 1975）。契约经济理论为公

共管理的服务外包提供了理论基础。“产权”是一种以社会强制为基础，对某种经济物品的

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产权可以大致分为：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和俱乐部产权。产权

经济学认为，产权的明晰是经济效率的前提。就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而言，如果信息可以

免费得到，监督和实施产权的费用不高，公产制度并不比私产制度的效率低。但问题是，

私有产权往往比公有产权更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因此，私有产权往往比公有产权的效率

高（Coase, 1960；North, 1981）。产权理论对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3、管理理论与实践。Boston（1991）指出，主要是由管理者和私人部门顾问而非学界

和理论界推动的管理主义，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口号包括现在为人熟知的“由管理者管理”，“按结果管理”。管理主义

有一个基本的假定：管理是一种普遍性的、纯粹的工具性活动，它包括一套既可用于公共

事务、又可用于私人事务的法则（Painter, 1988）。这一假定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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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运动或曰 Taylorism 的创始人 Taylor 的先驱性著作。1980 年代以来，传统管理主

义的一些思想获得新生并受到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这两种思潮的结合形

成了 Hood（1990）所谓的“新公共管理”。Hood（1994）也认为，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

思想来源是席卷公共部门的商业形式的管理主义。Boston 将新公共管理的教条（doctrines）

概括为八个主要方面，进而指出，很多思想都有一个很长的渊源，一些思想甚至在 19 世

纪 Bentham 和 Chadwick 那里找到原形（Crain, & Ekelund, 1976）。新公共管理之新主要体

现在其与新思想结合的方式、其执行的方式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活力（Boston, 1991, pp.8-10）。

Oucoin（1990）也认为，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管理主义，他根据 Peters

和 Waterman 的著作《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概括管理主义的特征。随后他又

将 Otto Brodtric（ 1988）主持的关于加拿大公共服务的官方研究 “Well-performing 

Organization”（WPO）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来源（Oucoin, 1995）。Barzelay（2001）

将 Oucoin（1995）归纳的新公共管理的教条与 Hood（1994）所概括的 Progress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PPA）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因此进步公共行政也是新公共管

理的思想来源。现实中，新公共管理的诸多管理主张（如绩效评估、绩效工资、战略管理

等），都可以从私人部门管理实践和著名管理学者（如 Drucker, Deming 等）的管理思想中

找到原形和依据。 

4、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都主张市场化、

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因此，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成为新公共管

理的知识基础1。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有 Friedrich Hayek, Milton Friedman, Robert Lucas, 

Buchanan）和 Coase 等。而在政界的主要代表则有 M. Thatcher 和 Ronald Reagan 等。作为

英国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M. Thatcher 受 Hayek 的影响很深，她曾公然称 Hayek 是她在整

个 20 世纪 80 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Ebenstein, 2003）。Hayek 是 Keynes 国家干预经济学

最坚定的反对者。他反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威胁，

是一条通往奴役或专制的道路（Hayek, 1976.）。随着 1970 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经

济全球化、自由化，以 Hayek 和芝加哥学派等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

他们主张低税收、减少政府赤字和市场/私有化，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

也使新公共管理具有了某些意识形态的色彩。Pollitt 等就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新保守主

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是右翼政府或者新右派的公共管理纲领；它以公共选择

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

                                                        
1 前面讨论了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他们属于或者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是一致的，但

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包含了更多的思想内容，因此，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构成为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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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1990, 126, 121）。 

5、实用主义哲学。Waldo 在其 1948 年出版的《行政国家》一书曾讨论了公共行政学

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他写道，“虽然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但实用主义哲学将在未来发挥比

过去更大的作用，例如，在 Horace S. Fries 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就试图论证实用主义不仅是

科学哲学，也是在科学管理和公共行政中扩大民主的适当工具。”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最大

的特点是以事物的效用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有用即真理”。虽然在以 Peirce，James 和

Dewey 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那里，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主义的，但是古典实用主义仍然

保留了一些基础主义因素（Miller, 2005）。以 Richard Rorty（1999）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

则否定这些基础主义因素。在 Miller 看来，旧实用主义与实证科学一样受到客观主义的一

些困扰，并试图以新实用主义者不能接受的一些“科学”姿态出现，作为后实证主义者

（Postpositivist），新实用主义不是很关心建立科学的有效性（Scientific Validity），同时，

新实用主义更注重历时性方法（Diachronic approach），重视问题所由提出的历史情境

（Situation）（Miller, 2004）。Shields（2003）从探究性社区（The Community of Inquiry）理

论的角度讨论了古典实用主义在公共行政中的运用，如全面质量管理（TQM）、绩效测量、

可谈判的规则制定过程等，Shields 认为，藉由探究性社区的理论，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的参

与性。Miller 认为，新实用主义可以在公共行政得到基础性的应用。它不是管理主义或者

旨在提高效率的技术的另一种简单表述。运用新实用主义，使政府从一个从属于主权者的

实体转变为一种由在实用情境引起的实践和过程组成的艺术或工艺。“谁应该统治”的政治

被“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所代替。政府的艺术不再是关于“政府合法化”、“国家主权”和“制

定宪法”，而是关于从情境中产生的问题及如何发展能力去对付这些问题（2004）。从实用

主义方法本身和新公共管理的实践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诸多联系。概括

的说，在新公共管理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政府服务存在的各种官僚现象，而解决的方

法则是经由“探究”得出的新公共管理的各种政策主张，这在新公共管理中尤其明显，虽然

传统公共行政也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就新旧实用主义而言，新公共管理似乎更多地受到古

典实用主义的影响。 

6、目的性社团思想（the idea of the state as a purposive association）。Michael Spicer

（2004）分析了目的性社团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影响。自从中世纪以来，塑造西方政治思

想、话语（discourse）和行为最有影响的国家思想之一是 Michael Oakeshott（1975，1991）

所称的“目的性社团”的国家思想。在作为目的性社团的国家里，个体承认他们及他们的行

为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将国家看成目的性社团并不意味着它与其它类型的人类社团相

似，事实上，前者高于后者。正如 Oakeshott 指出，作为目的性社团的国家“不能容纳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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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目的或者与自己的目的相偏离的那些目的性社团”（1975, 316）。在目的性社团里，

政府的活动类似于公司或集体的“经理”。其任务是用操作性术语表达和详细说明国家的实

质性目标，然后配置人力和物力去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政府是一种目的性治理（teleocratic  

governance）——出于目的考虑的管理（Oakeshott 1975，204-5）。由于国家作为目的性社

团设定了一个最高的、其它社团不能背离的目标，并且将政府和成员看成是实现目标的手

段，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的目标。为此，作为目的性社团的国家

是不会关心分权和权力制衡等宪政主义原则的，为了高效地实现目标，它是不惜集中权力

的。与目的性社团对应的是公民社团。在公民社团里，人们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

特殊的利益和价值。将人们结合成政治团体的不是任何共同的实质性的目标，而是对某些

行为规则的共同认识或承认。用 Oakeshott 的话说，这样的社团是以行为的非工具性规则

而不是旨在促进实质性目标实现的那些规则为基础的（1991，454）。在目的性社团里，政

府被看成是管理者，而在公民社团里，政府被看成是裁判；目的性社团形成的是以目标为

基础的秩序，而公民社团形成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Spicer 认为，新公共管理/重塑政

府运动即运用了目的性社团的思想。他指出，有关的作者都是以目标驱动和目的性治理来

看待公共治理和公共行政活动的。在政府改革者看来，如果行政者被允许自由地将全部注

意力、资源和精力运用于某些单个的政府规定的任务中去，公共行政会做得更好。为此，

政府应该学习私人企业的管理办法。主张按目的进行管理的改革者也批评社会上常常存在

的因多个目标而影响效率的情形，如 Osborne 和 Plastric 声称，“如果一个组织对它的目标

不清楚——或者有多个或相互冲突的目标——它将难以实现良好的绩效。”（1997, 39）。而

Gore 则批评国会给它的代理机构“多重任务，其中一些相互矛盾”（1993, 13），并提出“弄

清楚联邦项目的目标”（74）。新公共管理的这些主张似乎表达了使治理过程去政治化和更

适应按目的进行治理的要求，表现了目的性治理的倾向。 

以上是新公共管理知识基础的主要方面。另外，对官僚制的批判，也是新公共管理的

重要思想来源之一（Hughes, 1994; Barzelay, 1992, et al）。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条件、制度背

景和文化传统不同，新公共管理在不同国家所依赖的知识基础也存在区别，各种知识所起

的作用也不尽一样（Hood & Peters, 2004）。如美国，在过去 20 多年来 Anti-Government 文

化传统的强化，对政府改革及新公共管理（如签约外包, 企业型政府, 国家绩效评估, 缩减

公共部门等）起到了催生作用（King & Stivers, 1998）。而在我国，新公共管理的各种知识

基础的运用，则受到其社会和制度背景的强烈影响，政府改革侧重点及效果也表现出不同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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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现实局限 

作为一场公共部门的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为公共行政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很多旨在

提高公共部门效率的主张对公共部门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如现在不再假定官僚机构应该按

使竞争最小化和避免重复来进行设计，而是假定在建议和服务提供方面应该是竞争性的

（除非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允许一定程度的垄断）。新公共管理对官僚机构内部、部长和公

务员之间的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认识；对经济动机和适当的制度设计的强调；对部门目

标和政府试图实现的产出的明确；重视责任和对绩效的监管；对“俘虏”（capture）和寻租

行为风险及其补偿必要性的认识；贴近公共服务的顾客及对他们的偏好给予更大关注；对

目前一些宪法安排和惯例进行重新思考，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检讨等等，都对公共部门改革

具有积极意义（Boston, 1991）。然而，新公共管理无论从知识基础、实践和社会效果来看，

都存在不少局限性，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 

 

对新公共管理知识基础的批评 

 

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公共选择理论假定人都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并以这一假设

分析人的行为。但是，这一假定及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一是它忽视了规

范人的行为的道德因素。不可否认，利益是支配人的行为的一个强大动机，但它不是影响

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事实上，社会规范和道德等因素在塑造人的行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因此，人们通常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或违反合约，即使是在通过搭便车可以获得

潜在收益的情形下。同样，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官僚的预算最大化假设也不完全符合实际。

实证研究表明，相当比例的机构头目并没有扩张自己机构的项目和支出，也没有扩张州的

整个预算的倾向（Bowling, Cho 和 Wright, 2004）。同时，官僚机构并不只是关心部门的预

算，他们也受到信用、正直、责任、职业标准和将工作干好等因素的影响。反对公共选择

基本假设的学者指出，人不能被仅仅视为经济动物，同时还是政治、文化和道德动物。忽

视更广泛的背景因素，社会关系和道德因素，是不完整乃至是误导和有害的（Dore, 1983; 

Granovetter, 1985; Sen, 1987）。 

虽然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是公共机构运行中的核心问题，但是委托代理理论忽视了人

们关系中存在的权力和权威的问题；较多地从委托人的立场而较少从代理人的立场考虑委

托人的机会主义问题；委托—代理模式很难解释代理人存在着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委托人

的情形；代理理论也很难预测或决定契约的条款；对代理理论的过分强调会导致对其他重

要问题的忽视等（Boston, 1991, p16）。交易成本分析为经济组织和管理方式提供了分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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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但是，它也存在问题，一是交易成本的定义过于宽泛，难以检验；再就是交易成本理

论关于等级制存在原因的解释存在着疑问，因为等级制和纵向整合的组织内部监管成本可

能比市场型组织的外部交易成本更高（Williamson, 1975）。并且，大企业的成长并不太归

因于任何纵向整合产生的组织效率，而是归因于为了获得市场权力和政府的各种支持。因

此，将交易成本理论用于公共部门管理需要十分谨慎。产权理论虽然揭示了产权的划分对

经济效率的重要性，但产权理论并没有揭示经济效率的所有原因，组织人本主义就揭示并

非经济原因是效率的唯一来源（R. Denhardt, 1993）。同时，产权安排并不能解决社会公正

问题，其自身的公正性也有赖于其它社会和制度因素。与委托代理理论类似，契约经济学

也很难将契约各方及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全部了解清楚，信息不完全造成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问题是经常存在的，签约前后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可能耗费大量的成本甚至可能造

成契约失败（Lane, 2000a），由此造成的责任归属问题也十分复杂。Prager（1994）认为，

签约外包制只有在满足规模，范围，组织，竞争和对合同的监管等一系列条件时才可能节

约成本，而与是否公私部门关系不大；公共部门经常没有充分地考虑监管签约外包和合同

遵守方面的成本，当这些成本高过其所节约的开支时，政府生产反而是更有效的。 

对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批评。作为市场干预经济学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即公共部门是无能的、没有效率的，市场能解决几乎一切问题。但

是，市场化并不能解决资源的公平分配，它在很多方面是失灵的，在缺乏充分透明的制度

监管的情况下，市场化可能带来严重的腐败问题。因此，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被批评

为市场迷信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 

管理主义知识基础的局限。管理主义假定私人部门的管理原则可以而且应该运用于公

共部门。虽然私人管理部门和公共管理部门存在很多类似之处，但二者在问责、职业精神、

工作目标、工作性质，在治理结构、职业安排和监管过程等方面均存在本质区别。因此，

认为私人部门的管理原则一定优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原则并且适用于公共部门的假定是错

误的。简单地运用私人部门的原则，可能导致政策建议政治上的幼稚和法治上的风险

（Boston, 1991, p21-22；Pollitt, 1990; Hughes, 1994; Gunn, 1988; Lane, 1988）。新公共管理还

假定其主张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可以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但事实上，新公共管理

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中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存在着很大差别，即使在 OECD 国家，由于历

史、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同，也是如此（OECD, 1995, 1997; Naschold, 1996, 

et al）。尤其重要的是，新公共管理的政策，除了自身的问题外，其应用可能需要特定的制

度环境，比如需要有配套的民主监管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否则，其带来的问题比它要解

决的问题可能都要大，就像在一些转型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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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哲学是公共行政较为普遍的思想基础，其存在的问题是以效用为基础，而不

是以某种统一的价值为准则，以致在各类理论假设和政策主张中经常出现相互矛盾或不一

致的情形。并且，由于效用存在偏好，实用主义哲学最后可能陷于相对主义乃至没有标准。

Frederickson 指出，在行动中学习和通过经验学习的实用主义的最大危险在于，它可能导致

反智主义和盲动，而这会削弱公众发挥作用的能力。Murchland 指出，“在我们知道它之前

去感觉真相会冒我们只能感觉而不能知道它的风险。……而事实是，没有理论，实践很快

会变得十分的幼稚，实用主义者自己也总是难以在各自主张之间找到平衡。”因此，

Frederickson 强调公共行政对公共性这些终极价值的追求，他认为，理论和实践同等重要，

理论可以确保实践牢固地建立在合法的概念、愿景的基础之上，他引用 Murchland 的话指

出，“强烈的公共意识意味着知晓和行动，它首先意味着我们共同知晓单凭我们自己所不能

知晓的事情。”（Frederickson, 1997, 48）。 

对目的性社团思想的批评已经包含在上述 Spicer（2004）的讨论当中，Spicer 在其论

文中指出，“由于国家作为目的性社团设定了一个最高的、其它社团不能背离的目标，并且

将政府和成员看成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的目

标。为此，作为目的性社团的国家是不会关心分权和权力制衡等宪政主义原则的，为了高

效地实现目标，它是不惜集中权力的。”目的性社团的管理思想，还存在着工具理性至上的

去政治化和道德及社会价值的倾向，存在着强调单一效率目标而非多重目标的问题。对公

民的参与、对民主治理存在着不利影响。   

 

对新公共管理政策主张的批评 

 

对私有化和市场导向的批评。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相一致，私有化和市场导向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1）公平性、公共性乃至质量难以保证。如 McCabe 和 Vinzant（1999）对

运用市场机制，允许父母、学生和教师一起参与学校的教学内容安排以至管理，并且不受

大多数州及地方规章的约束的 Charter School 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学校制度对教育的平

等性和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性质构成了挑战。由于教育的溢出效应，它不能完全以成

本来衡量。（2）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是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温床。

发生在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即是如此。（3）市场导向会带来难以协调和控制的问题。

市场导向所提倡的半自主性与公共部门垂直指挥存在着冲突，可能造成某些组织为了少数

顾客的利益而无视政治长官的命令（Peters, 1996）。 

对解除管制的批评。Peters 指出，解除管制改革只有在公务员制度的精神（如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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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忠诚服务、操守清廉、正直公平等等）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然而，新公共管理倾向于贬低上述公务员的价值观，而肯定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观。因此，

其价值观与其要进行的这些改革存在矛盾（1996, 102）。Peters 还指出，解除管治的结果会

导致公共部门更多地依赖事后控制，这可能会加重公务员的负担。尤其是，在对公务员的

自由裁量权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公务员的“创新活动”的合理边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在不采取事前控制的解除管制模式下，对公务员而言，如果更多的自由意味着更大

的责任，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去承担这些责任，其最终结果可能是导致推卸责任和其它官僚

病症，而不是产生精干、高效的组织（1996, 106）。 

对企业型政府组织的批评。Peters 认为，一些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弹性化可以节

省开支，提高人事方面的灵活性，但是，这种人事管理方式可能导致公务员对政府承诺的

下降，而且威胁到公共服务的价值和特质。对很多公务员而言，从事公共部门工作并非如

市场化途径认为的完全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是希望通过政府中的职位实现其对某些

政策价值所承担的责任。公共部门的临时性和兼职性工作越多，越会削弱员工的工作责任

感和追求卓越的动机。更有甚者，临时性任用制度也使公务员制度的廉洁、忠诚、责任等

价值观念难以实现。简言之，企业型政府组织难以培养传统的公务员的价值观和职业精神

（Peters, 1996）。 

对新公共管理新责任制的批评。Eliza Lee（2000）以香港新国际机场为例，深入地讨

论了公共工程企业化运作的责任问题及新管理主义的局限性。Lee 认为，香港新国际机场

工程管理失败的案例表明，第一，政府和公共服务提供机构之间“掌舵”和“划桨”的二分法

会导致绩效监管方面实践上的空当；第二，“对结果负责”的方法在有效地监管服务提供机

构方面是不够的，尤其是在有商业企业卷入和服务提供的中断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时

候。Lee 认为，在公私伙伴关系和对结果负责的新管理模式下，效率和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其原因在于当局难以直接管理、按合同制裁的局限、有效监管的专业知识缺乏和资源及责

任的纠缠不清。 

对契约主义的批评。签约外包是新公共管理中推行市场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也受

到了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这一途径自身的局限和效果的批评，

如存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管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对其于公共行政的价值、责任、

合法性等所具有的意义的批评。契约主义还存在其它一些困难，如不充分竞争，反竞争、

恶性竞争、欺诈和腐败等。Savas 就提到垃圾运输业的私人公司图谋分割顾客群或经营区

域，有时出现经营者对竞争者实施威胁或采取暴力行为，如纽约黑手党主导垃圾收集行业

的情形（Savas, 2000, 170）。Osborne & Gaebler（1992）也承认，签约外包中，虚报低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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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普遍问题，并且私营组织一样可能发展成垄断组织。O’ Toole & Meier（2004）通过对公

共教育领域使用签约外包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合同外包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使

财政资源更好地用于教学目的，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与学区的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更让人

惊讶的是，作者发现签约外包也存在 Parkinson 定律，即官僚数量的增加导致签约外包活

动的增加；而签约外包活动的增加，也导致官僚数量（尤其是上级官僚数量）的增加。其

结果是更多的官僚与相对少的生产工人。就像 Parkinson 提出的官僚会积极地“增加其下属

而非对手”，这些职员之间也会“互相制造工作”。通过 Parkinson 定律的逻辑，官僚会制造

更多的外包机会，而更多的外包机会需要更多的职员去管理它们。 

对顾客导向的批评。Rosenbloom 指出，市场中的顾客不同于社会中的公民。顾客寻求

自己福利的最大化；公民亦是如此，但是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在于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界定政府（而非个人）的目标。顾客需求和顾客满意驱动的公共政策不同于建立在政治协

议和行政专家基础之上的公共政策。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根据顾客的偏好分配资源和基于

他们选举的结果分配资源是不一样的。新公共管理未来应该明确顾客回应的适当边界

（Rosenbloom, 1998, 26）。King 和 Stivers 认为，公共部门强调将公民看成是顾客和消费者

可能进一步远离分享职责和共同治理的理念。共同治理的理念要求一种模式的转换。他们

指出，目前流行的模式是 Hansell（1996）所称的“自动售卖机模式”，这种模式将市民看成

消费者。因此，Hansell 提倡一种“barn raising model”，在这种模式里，社区的各部分一起

工作，就像过去帮助邻居 raise a barn 一样（King & Stivers Eds., 1998, 151）。 

对效率主义的批评。效率主义希望通过绩效测评来评价公务员的工作，由于公共部门

有着多元的价值追求，且难以甚至不可能量化，而公共部门绩效指标试图详细说明模糊的

问题，难免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且可能引发公共部门的目标扭曲。公共部门为推行绩

效管理会采用以经验为基础的测量方法，把注意力只放在可量化的事情上而导致所做的事

情发生扭曲，这样，公共部门可能会因为难以测评而放弃一些组织的核心价值目标。

Denhardt 指出，对组织效率的追求可能很容易以牺牲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为代价，他引

用 Dahl（1947）的话说，“相比之下，效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并且应该与诸如个人责

任或民主道德等其它价值观相竞争（1993, 85）。”而 Peters 认为，如果治理退化成为一种十

足的经济行为，那么在政治理论中公民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Peters, 1996）。Moon

（2004）则在关于哥伦比亚航天飞机事故调查委员会（CAIB）报告的评论中，引用美国航

天飞机失事调查报告指出，正是所有 1990s 以来 NASA 所追求的重塑政府的关键主题——

大力缩减成本、减少繁文缛节（red tape）、依靠公私伙伴关系、按绩效目标管理等，结合

在一起，酿造了（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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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公共管理社会和政治后果的批评 

 

市场化威胁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定义很多。按照 Walzer 的宽泛定义，市民社会是“一

个非强制性的人的联合的空间，也是由填补这一空间的，为了家庭、信仰、利益或意识形

态而形成的一套关系网络”（cited in Barber, 1998, 4）。Elshtain 将市民社会表述为“一个公

共生活的领域，在这里，我们共同对诸如什么是我们的目标、什么是正确的行动路线、什

么是公共利益等最重要的问题做出回答。简单地说，市民社会是一个有关道德形成和终极

目的而非简单管理或者收益最大化的领域。”（1999, 21）Edwards 和 Foley（2001）列举了

市民社会的三大作用。一是它实现各种公共和准公共的功能；二是它强调处于国家之外的

社会组织的代表性和论辩性（contestatory）功能；三是市民社会包括 Neo-Tocquevillean 对

社会化的强调，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市民社会团体在形成对动员公民意义重大的公民技

能（citizenship skills）方面具有重要作用。Salamon（1997）在 Kramer（1981）的基础上，

揭示了非营利组织在加强市民社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1）价值守护者；（2）服务提供

者和倡导者；（3）社会资本的创造者。Eikenberry 和 Kluver（2004）认为，在重塑政府和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趋势（包括创造商业利益、承包权竞争、慈善事

业的“投资化”及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企业家化等），虽然在短期内对非营利组织的生存有一

定意义，但从长期来看，其后果是消极的。一是市场化使得非营利组织不再需要像以前那

样与其捐助者、成员、社区自愿者等保持密切联系，以建立彼此信任的社会网络，而是将

焦点转向了为向个人推销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机会。二是市场化的非营利组织没有更多

的资源花在社会资本的建设上，由于生存的压力，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只能着力于提供社

会服务而不是加强社会。虽然非营利组织在市场化趋势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如更可靠的资

源渠道、更大的效率和革新、更好地满足顾客需要、合法性的提高以及可能的更大责任

（Aspen Institute, 2001），但鉴于非营利组织在创造和维持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

用，Eikenberry 和 Kluver（2004）指出，以非营利组织上述作用为代价的市场化的这些成

就，未免显得代价过于高昂。 

新公共管理对民主和公民权的威胁。deLeon, Denhardt（2000）认为，再造政府运动的

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相信多个个体的自我利益的累加就能充分地接近公共利益。它包括三

个主要层面：运用市场模式、强调顾客而不是公民以及对企业化管理的推崇。因此，省察

新公共管理的自利假定可以发现，它包含了对民主的公民权利、公民参与和公共利益的拒

斥。Box, Marshall, Reed（2001）认为，公共部门是实质性民主的庇护所。自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古典的共和主义公民参政的模式就逐渐式微，当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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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只是其早期实质形式在程序上缩了水的残留，资本主义与民主在一个强调对个人自

由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是强调个人发展的实质问题的社会上共存。新公共管理中政府的市场

模式比以前的“改革”走得更远，它存在消除（eliminate）民主作为公共管理的指导原则的

危险。Terry 认为，新管理主义的公共企业家对民主是一种威胁，因为我们无法确保公共企

业家保持对民主价值的责任和忠诚（Terry, 1998）。Blanchard, Hinnant 和 Wong（1998）则

从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服务改革对公共

行政（政府和市民之间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市民作为顾客的模式里，由于政府在

公共服务提供中对私人市场机制的运用，传统的政府—市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变成了“市民—

政府—私人部门利益”之间的社会“二级契约”（subcontract）。模糊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责任，

使得政府与市民之间的责任联系的路径被改变，市民难以通过直接的政治渠道问责政府。

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公民同意的“社会二级契约”的合法性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这一分

析从理论上回答了契约主义的责任和合法性问题。作者还认为，契约主义通过外包服务实

际上扩大了政府深入社会的程度，这在实际上缩小了社会空间。 

政府空心化（Hollow State）问题。Milward 讨论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私有化造成空心

化政府的问题。Hollow State 概念借用于 Hollow Corporation，是指 NIKE、BOEING 等公

司由一个精干的总部和几个有限的部门组成，它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能力，产品的生产都外

包给世界各地的生产企业。Hollow State 类似于 Hollow Corporation，她也将公共服务外判

给私人企业或非营利团体。然而，Hollow State 也带来了管理成本，监管困难、合法性和

公共服务的回应性和责任问题。正如 Milward（1994）指出，政府不像私人企业，可以无

视外界的影响，政府需要平衡效率、效果、回应性、责任和平等的问题，而当公民远离了

政策执行的过程，这一切又如何可能？因此，Hollow State 是永久现象还是一个暂时现象

也成为一个问题。 

侵蚀公共精神和社会道德, 抑制社会资本的作用。由于新公共管理假定人的行为只是

自利的，并且假定人的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种制度安排，带来了两

个后果。一个后果是它无视道德和规范因素在规范人的行为上的巨大优势，不注意挖掘人

的内心潜在的善的因素，是对“管理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后果是，这种假定及其制度安

排事实上助长了公务员工作中的利益取向，鼓励他们偏狭的自利行为，因此增加了代理成

本（Boston, 1991）。因此，Boston 指出，完全用公共选择理论官僚的自利行为来解释公共

部门自身的改革实际上也是矛盾和行不通的（Boston, 1991, 14-15）。Hughes 等讨论了新公

共管理对官僚的负面假定和对结果而不是过程的重视，导致了对行政伦理和公共部门士气

的影响，带来了公务员问责、伦理乃至道德问题（1994）。Frederickson 指出，签约外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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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者们从来不关心承包商是否会像公共雇员那样具有公共责任感和公共精神，也不会关

心契约管理是否能广泛地确保公民的正当利益（1997, 10-11）。 

按照 Putnam 的观点，“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称与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

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相对应的那些诸如社会网络、道德规范和社会信任等有利于

互利性社会协调与合作的组织特征。他从 Tocqueville 论述的美国早期蓬勃发展的市民团体

对增进社会的作用出发，指出美国（包括其它国家）社会资本正在衰落，而这种衰落对美

国的社群生活尤其是民主治理将会产生消极影响。Putnam 这里的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

道德规范和社会信任，他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网络方面的衰落。而新公共管理对道德、市民

社会和公民权的影响，则是对社会资本构成了全面的威胁。事实上，正如 Putnam 正确地

指出，“当经济和政治协议嵌入（embedded in）在紧密的社会互动网络中的时候，机会主

义的动机会大大减少；同时，市民的参与不仅体现了过去合作的成功，它也将成为未来合

作的文化模板（template）；紧密的互动社会网络还会形成我群感，提升参与者为集体利益

而参与的意识。” 

（1993, 1995）。新公共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效率，但是其政策主张却存在降低公务员和

市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并进而损害效率的危险，这与其提高效率的目的是背道而驰

的。 

新公共管理难以应对社会危机。新公共管理还有一个问题，即它难以应对社会危机。

J. Denhardt 和 R. Denhardt（2003）写道，“我们十分敬佩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的那些勇

敢的公务员。当别人奋力挣扎着从世界贸易中心向下逃生的时候，警员和消防队员们却正

在往世界贸易中心的楼梯上冲。这些人向美国表明他们与众不同”。确实，如果没有一种职

业尊严和敬业精神，在 9·11 这样的危机时刻，一般人是难以具有这种牺牲精神的，而如果

公共安全和消防等公共事务都外包了出去，这些承包商是否也能够像公共部门所做的那

样，义无反顾地将一切以至生命投身到公共服务中去？ 

 

三、超越新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反思 

新公共管理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一项变革，它能否构成对公共行政的一次革命性的变

革，它会否成为公共行政主导性的范式？它对公共行政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学者对此

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学者们都承认新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带来了巨大影响。概括起来，

对新公共管理在公共行政历史上的地位的看法有如下三派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场新的范式（paradigm）革命。Lane（2000）

反对将新公共管理看成是一种流行时尚的说法。在他看来，新公共管理不是右翼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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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是中立的；新公共管理不是一种简单的签约外包制，而是契约主义；新公共管理虽

然还不完善，但它确实是公共部门治理的一种新理论，是对 Weber 所倡导的官僚制组织是

政府最佳组织形式理论的否定和超越。Barzelay（1992）提出公共行政将向着一种后官僚

体制的范式转移，传统的官僚制受到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挑战，正在被一种以用户为驱动力

的观念和做法所取代。新公共管理的提倡者和支持者基本上都会将新公共管理看成公共部

门管理的一种新的替代性范式。 

第二种观点，对新公共管理会否成为一种主导性范式持不确定的态度。Lan 和

Rosenbloom（1992）指出，对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的初始评价一定会大相径庭，它会

按照自己认可的途径强调不同的价值。无论其长期或短期的效果都未经检验，其内在的和

整体的一致性也许是不充分的。它是否会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地位成为一种主导模式也尚

不清楚。然而，有强力的政治支持，使它似乎可以成为这样一种模式。在 Hughes 看来，

由于新公共管理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对公共行政的影响还有待证明。但 Hughes 倾向于

认为 NPM 会成为一种新的范式（Hughes, 1994，277-278）。 

第三种观点则是对新公共管理总体上持批判或否定的态度。其主要的依据是前面已经

讨论过的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尤其是 NPM 对公民权、民主和公共精神的侵蚀。Peters

（1999）讨论了未来政府治理四种可能的模式：市场型政府、参与式国家，弹性化（flexible）

政府和解除管制型政府，他对这些模式采取的都是相对主义的态度。他声言，对这些新模

式进行探讨，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新模式都优越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历来的改革循环表明：

人们在权力下放之后又追求集权化，而集权化之后又追求新一轮的权力下放。他引用对东

欧等转型国家的研究指出，对转型国家而言，也许 Weber 式的非常有约束力的行政体制更

有助于恢复其政府的合法性。这些国家在采取更市场化的行政体制之前，需要先将其固有

的价值观念制度化。在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行政体制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之前，必须先清

除人们头脑中残存的政治化和极端专制的旧体制（Hesse, 1993; Derlien & Szablowski, 

1993）。Frederickson（1997）认为，公共行政的未来是强调公共行政精神的新公共行政。

他强调，公共行政并不只是政府行政，而是一个由相互联结的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组成的

网络，因此，他主张重视公共行政核心价值（或者公共行政精神）的新公共行政而否定新

公共管理。针对新公共管理效率主义和忽视民主、公民权、平等以及公共精神的倾向，J. 

Denhardt 和 R. Denhardt（2003）提出了包括服务于公民、追求公共利益等七大方面的新公

共服务的主张。他们认为，新公共服务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 

对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提出否定的还有后现代和批判理论。如果说新公共管理

对传统官僚制行政的批评是其效率低下，那后现代主义对官僚制的批评则主要是针对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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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民主。Fox 和 Miller（1995）指出，传统的民主代表负责制的反馈循环民主模式（环式

民主模式/loop model of democracy）并不是在任何一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下都能起作用的。

程序民主理论：个人倾向——大众意愿——立法——官僚机构实施——选民评估，并不十

分可信，它常常是非民主的。后现代状况（意识的碎片化和新部落主义/fragmentation and 

neotribalism）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1）进一步损害传统的循环模式（loop 

model）与民主理想之间业已微弱的联系；（2）使得宪政主义（以 Rohr 等为代表）成为一

个不可能合法化的策略；（3）阻碍作为社群主义（以 Cooper 等为代表）治理前提的公民社

区的发展。为此，Fox 和 Miller 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性框架——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

话语理论针对现代社会虚假的欺骗性的政治话语，以现象学为基础，试图构建一个开放性

的公共话语能量场（energy field）。通过这一能量场，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真实的话语，公

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所有人，包括公共行政人员，只要接受了赋予他们的真实参与和

代表的责任，就可以用他们的参与来加强民主。Fox 和 Miller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一书

中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新公共管理，但从他们选择的话语路径来看，反映了他们并不认可将

新公共管理范式作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替代范式。 

R.Denhardt 在《公共组织理论》一书中讨论了与三种组织过程相对应的行政模型，即

理性模型（rational model）、阐释模型（interpretive model）和批判模型（critical model）。

见下表： 

 

根据三种组织过程看三种不同的行政模式 

 

 理性模式 阐释模式 批判模式 

认知方式 实证社会科

学 

→控制 

阐释理论，现象

学 

→理解 

批判社会理论

→解放 

(emancipation)

决策方式 理性决策过

程 

Emotive-intuitive 价值批判 

行为方式 工具行为 Expressive 

action 

教育性行为 

（praxis） 

 

R. Denhardt 指出，虽然主流理论表明自己是唯一可行的理论，但很多对公共组织的知

识和政治遗产做出贡献的人还是建议了一些可以替代的方法。公共组织研究的完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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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所有范围内对我们而言可能的方法。在认知的方式上，行政理性模式运用实证社

会科学技术寻求对“客观”现象的因果关系解释。阐释模式则试图提供个人对组织行为意义

的理解。批判模式则旨在揭示那些限制社会个体和团体全面发展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类型。

理性模式是为了控制而寻求知识，阐释模式寻求一种可以形成沟通的理解，而批判模式则

力图使人们从限制我们发展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决策模式方面，理性模式强调理性和

认知的过程，决策是在对所掌握的资料与信息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制定的。阐释模式不认为

客观性能完全说明人类行为，认为决策是而且应该是在人类情感和知觉的基础上做出的。

批判模式则试图通过对人类环境的理性分析来整合这些方法，以提供一个认识世界本来面

目的途径。它提供对我们所抱的价值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些更清楚的建立和获得重要的人类

价值（如自由）的方式。行为方式方面，理性模式关注有利于达成组织目标的工具行为，

个体行为的后果是控制的延伸。阐释模式寻求加深人际间理解的表达性行为，并消除“客观

化”的倾向。批判模式则认为，个体能够将自治与责任、沟通与共识、理论与实践整合成启

蒙型行为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人们可以进行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批判模式提倡组织生

活采用一种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能促进而不是限制人的行为。它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种

启发性的可以称为“践履”（praxis）的方法。“践履”这一概念的意思是，当我们取得关于环

境的知识，并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审视知识时，我们不得不去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沟通，并

因而寻求一种更大的自治和更强烈的责任感。通过“践履”法，我们再次找到了个人学习与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R. Denhardt 认为，理论家不应该把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

去寻找据称对真实世界也许重要也许不重要的因果联系上，理论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放

在实际问题上，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理解如何运作才能有利于民主社会（1993, 230-234）。 

 

上面的讨论，展现了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几个可能的前景。但是，无论是新公共管理

的效率主义还是强调民主和公正的“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都难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其

必然性。新公共管理在行政效率上的意义上也许更有优势，或者正如 Hughes（1994）所言，

至少不会比传统的公共行政差，但是，其最大的问题是其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官僚假设（引

申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没有区别）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它忽视了公共部门

（从 Frederickson 广泛意义上说）工作人员的公共、利他的一面，也无视这些部门在精神

和道德价值层面与私人部门的根本区别，是对“社会资本”的极大浪费，而这些社会资本在

降低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提升人类的品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起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

济学旨在降低交易费用和道德风险方面的有关制度设计，可能要大得多。因此，新公共管

理必须面对和协调这一矛盾，但这样一来，会涉及到 NPM 最深层的知识基础，从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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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范式的危机。换句话说，NPM 的目前范式，无法协调这一矛盾。“新公共行政”和“新

公共服务”强调民主和公共精神的价值，但是，却没有对如何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提出有价

值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单靠强调人的乐善好施的品质，难以形成有控制意义的制度化的

设计，因为制度设计是以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是会违反制度这一假设（“性恶”假设）

为前提的。而诠释和批判理论虽然可以解构并有助于改善传统的公共行政，但是，他们也

并未建构出一套成熟的替代方式。因此，传统的公共行政——尽管倍受批评——仍然并且

不得不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 

虽然 Rohr（1986）论证了公共行政的宪法基础，但一直以来，官僚体制都遭受了来自

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是基于民主的理念，一方面是基于效率的理念，这种批评造成了承

袭一百多年的现代政府官僚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对于官僚制压制民主的批评，可以追溯到

美国的民主主义传统，官僚制理论的创立者 Weber 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的这一特征，R. 

Denhardt（1993）指出，Weber 并非没有注意到官僚制组织的负面影响，不管是对官僚制

的繁文缛节和无效率的抱怨，还是对官僚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扩张所带来的长期社会问

题。他引用 Mommsen（1974）的话说，“Weber 认识到这个进程最终可能导致出现“新的奴

役铁笼”（new iron cage of serfdom）。在这个铁笼中，各种以价值为取向的社会行为会被威

力巨大的官僚制机构所窒息，会被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编制的牢固网络所扼杀。个人

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Habermas（1975）和 Giddens（1985）都将现代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危机归结为行政国家的出现，Habermas 指出，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西方国家工人的相对

富裕，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斗争关系被一种新形式的反对运动所取代，特别是反对政府。工

人和市民不再痛恨那些给他们带来工作和富足的公司投资国外，而是痛恨政府允许这事发

生（如果政府与商业关系紧密更是这样），并且通过自由社会项目使得这种情形进一步恶

化。Giddens 指出，因为今天的经济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通过与更大的公司联合进

行管理的，经济危机很快地会变成政治危机。这些危机由于现代政治的技术官僚

（technocratic）特色不能产生对政治秩序的深度服从和忠诚而变得更具威胁性。人民大众

对政治系统没有尽责任的感觉，如果政治系统没有能够维持其起码的信念——比如维持经

济的持续发展，那么人民很轻易地就疏离它。在这样的环境中，政治系统面对着 Habermas

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因为政治系统封闭的、技术官僚的特征，它缺乏统治必须的权威。产

生合法性危机的趋势，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深层的矛盾（1985，136）。Habermas 和 Giddens

提出了市民和公共部门之间进行协作的对策，以使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公共事务，使公

民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成为敌对者（adversaries）。King 和 Stivers（1998）则探讨了美国

Anti-Government 传统的历史、经济和政府自身的原因, 提出了重建政府合法性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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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rom（1989）概括了美国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和知识危机（intellectual crisis），他指出，

长期以来占主流的美国官僚制行政理论，是对民主制行政理论的背离，宪法危机的根源即

是行政权的扩张及滥用。Ostrom 提出了一种多中心的民主治理体制。虽然官僚制压制民主

的倾向很早以来就受到了批评，但长期以来，官僚制效率受到的质疑相对较少，人们认为

官僚制还是比较适合政府部门并且是比较有效率的，Keynes 国家干预主义长期得势即证明

了这一点。而随着现代行政国家日益庞大，国家干预主义的弊端日益显露，与此相应的官

僚制的效率也日益成为人们批评的焦点。新公共管理就是对官僚制效率批评的最大成果。

它也许可以改变一些行政国家庞大的官僚制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NPM 是对行政国家政

府部门过于膨胀的一次反动，有助于削减政府部门过于庞大的规模。 

任何一种公共行政，要想获得持久的合法性，都必须解决效率与民主（回应性）的问

题，尽量地达成二者之间的平衡。不幸的是，人类目前尚未找到一种办法，实现二者之间

完美的结合。新公共管理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协调它在基本假设上存在的矛盾，必须重视

人类道德的价值，重视并在制度安排上培养和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必须重视和解决民

主、公民权和政治回应性等问题。Kaufman（1985）曾经揭示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私

人行动与公共行动之间关系的周期理论。他认为存在一个明显的钟摆，一端关注效率，一

端关注回应性（尤其是政治上的回应性）。公共行政就在钟摆的两端周期地摆动。如果新

公共管理不能解决和响应对它的批评，那么，公共行政的钟摆不久就可能再摆回到重视民

主和公民权的这一端来。Peters 也预言，市场和经济价值只是一时成为主流，其胜利也许

只是暂时的（Peters, 1996 43）。事实上，在理论领域，Frederickson 主张强调公共行政精神

的“新公共行政”，Denhardt 已经提出了“新公共服务”，Fox 和 Miller 提出了“后现代公共行

政”（虽然三者在效率方面尚未提出实质性的制度安排）。而在现实领域，反思和纠正新公

共管理的措施也已经开始了，由于一些外判服务的失败，政府已经开始将外包的服务收回

（contracting back-in），重新由自己提供服务（Hefetz & Warner, 2004；Smith & Lipsky, 1993），

可见，作为新公共管理最主要手段之一的签约外包制还是存在限度，它能够走多远，包括

的范围有多大，影响的程度有多深，还有待观察。未来的公共行政，必须在强调效率和强

调民主的价值中寻求更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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